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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干部权力竞争是学术界关心的重要议题。以往对村干部的权力竞争有三种解释

模型：家族模型将村干部的权力竞争视为家族间利益冲突的反映；政治模型认为它是政治运

动推动的结果；个人模型认为其起源于村干部的利己行为。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资料指出，村

干部的成就动机和某些县乡干部的不负责任的政绩追求是造成村干部间冲突的重要原因。本

文还对几种解释模型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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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的分析前提及关心的问题

近 20多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一直与农村问题相关。在关于农村的社会学研究

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对于干群关系社会学者也十分感兴趣。在农村研

究方面，一个更具体的领域是对干部群体的研究。

社会学关于农村干部群体的研究涉及到乡、村干部的结构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往学者

们对这些问题的直接研究有所涉及，如关于乡干部的结构特征（王荣武，1996），乡村干部

之间的关系（王荣武、王思斌，1995），关于乡村干部之间的共事关系的研究（王思斌，2001）。
而其他相关研究则与对村干部的地位及行为特征（王思斌，1991；吴毅，2002），村干部与

家族的关系（徐勇，1997；杨善华，1999；唐军，2001a；肖唐镖，2001；仝志辉，2004），
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杨善华，2001）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在对策方面则有两委关系、村干

部选举程序等研究（李凡，2003；徐勇，2003）。在关于农村干部的研究中也存在着某些比

较薄弱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对乡村干部内部的结构研究不足。迄今为止很少关于村干部群

体内部关系的研究，在相当多的研究中，村干部被当成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多数研究还把村

主要干部的行为“理所当然地”作为农村干部的代表。当然，作这种考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在当下我国农村，村庄中的大事小情确实常常与“一把手”密切相关。然而相当明显的

是，用村主要干部代替村干部是有缺陷的，因为在许多问题上村干部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不

是一个同质性群体，不管是由于个人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村干部之间都可能存在一些不协调

以致冲突之处。

一些关于农村家族和宗族的研究、关于村干部选举的研究涉及到村干部之间的冲突（唐

军，2001；肖唐镖，2001，仝志辉，2004），但直接针对村干部内部冲突的研究却比较少见。

这样，对村干部之间冲突的研究就是对村干部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本文试图在已有的

对村干部之间权力竞争的直接或间接研究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概括和模式化分析，并对之进

行比较，并试图在新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对村干部之间冲突的新的解释变量，以揭示影响村干

部之间冲突原因的复杂性。在本文中，村干部主要指行政村（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大队）的

在任干部，有时也包括退下来的干部，村干部的权力竞争是指村干部围绕着村庄的正式权力

而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冲突。

二、村干部权力竞争的家族模型

中国农村的村落形态是与村民之间的血缘关系相联系的，或者说，血缘共同体是村落形

态的重要基础。来自同一血缘的村民们组成单姓村，血缘的久远传递则会形成同姓之下的远

房近支，即单姓村中可能会形成不同房、支。当然，同一姓氏并不一定是同一血缘。这样，

看起来是单姓村，实际上村内可能并不一定存在较强的血缘整合力。一些村子是由不同姓氏



组成的，这就成为多姓村或杂姓村。多姓村有多种形式：有的是以一个个姓氏为主，以较小

姓氏为辅的结构，在这种村庄内大姓成为主导结构。也有的村庄由两个或几个较大姓氏组成，

几大姓氏主导了村庄的基本结构，而较小姓氏间或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形成几个社

会势力中心，影响着村庄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浓于水的价值形成了农村中的家族、宗族中心结构，即同一姓氏、

血缘较近的家庭之间会有较强的亲和力，倾向于构成同一利益共同体。在这一价值引导下，

由于村落成员较少向外迁移，所以血缘利益共同体形成的机会是很大的。但是，由于村民之

间长期生活在一起，他们可能因不同的利益追求而产生冲突，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同一相

近血缘的家庭在村庄的所有事件中都形成同一利益共同体。或者可以说，不论单姓村还是多

姓村，其内部都可能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在村庄内极端地可能表现为群体冲突（刘小京，

1993；唐军，2001a），在村庄政治领域则主要表现为对干部位置的竞争。现有的许多关于农

村干部选举的研究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看问题的，即从家族利益的角度出发分析村干部之间的

竞争和冲突（杨善华，2000；肖唐镖，2001）。
在关于村干部矛盾关系的研究中，有一些属于对策性研究，其中包括两委关系或党支部

书记与村委会主任关系的研究（李凡，2003），从农村自治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

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从两委关系何以导致村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如何实际上避免和减弱村

干部之间张力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无论从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人们都将重要的影响因素归

结为家族。从实践或实际工作的角度来看，乡镇政府在配备村“党政”班子时，常常将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人选的家族背景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即干部配备与村内家族

结构（家族势力）相协调（肖唐镖，2001）。这种设计是建基于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之

上的，其背后的假设是家族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村干部是家族的代表，与家族势力相协调的

干部结构有利于其合法性的获得和日后村干部开展工作。这种由人们建构出来的家族冲突的

实际和理论概括，极大地影响着对村干部竞争关系的分析，以至大多数研究认为村干部之间

的竞争实际上是家族之间的竞争。它甚至成为村干部竞争关系研究者的一致假设，许多研究

也在不断证明这一假设。

例如，赵力涛在分析家族与村庄政治的关系时指出，村干部的产生是一个竞争的过程，

人数多的家族有着产生更多干部的有利条件，虽然人数的优势并不构成充分条件（赵力涛，

见王汉生、杨善华，2001：442）。唐军在分析下冀村由干部行为反映出来的家族竞争中的妥

协时也指出，“四清”和“文革”始终带有阶级斗争的严峻色彩，农村的斗争实际在某种程

度上也是一定的家族斗争（唐军，见王汉生、杨善华，2001：407）。
刘劲峰则对兴国县三寮村村干部在家族之间的分布进行统计，指出三寮村以曾、廖两姓

为主。长期以来在村干部选任问题上，总按照两姓 4：3的比例来配备。该村还有一条不成

文的规定，即村里不管大小事情，都必须召开干部会，在充分讨论后才能去办。否则，村民

会认为是对方干部有意欺负自己，事情也往往很难办成（刘劲峰，见肖唐镖，2002：166），
由此明确反映出村干部对家族的代表作用。宗族是家族的扩大，肖唐镖在分析村治中的宗族

的作用时也指出，在村委会社区层面上宗族的作用是间接却是明显的。其作用表现在村干部

的分配按家族或房的实力为主，也兼顾均衡。在村内事务上，大族或房的村干部有更大发言

权（肖唐镖，2001：10）。于建嵘关于岳村政治的研究也指出族姓在村中正式权力分配中的

作用（于建嵘，2001）。
由于村干部常常被当成家族的代表，所以在村干部产生的过程中就蕴含着家族利益的意

义。徐勇在分析村民自治时注意到家族意识的作用，他认为 80年代以后，随着家族传统文

化的复萌，干部和村民的家族意识都得以强化，开始渗透到村干部产生的过程中。他举例说，

秀村 1949年前村民都是孙姓，后有张姓等姓氏迁入，但孙姓始终占绝对优势。1991年后当

选的村委干部先后有 7人，属于最大族姓孙氏家族的 5人，另外 2人中虽 1人为外姓，但仍



属于孙氏家族体系（徐勇，1997：359）。对于家族之间围绕村干部选举的竞争，政府也有清

楚的认识，所以在村干部选举时乡镇政府都极为重视，组织选举并贯彻乡镇政府的意图。因

为在乡镇干部看来“农村就是这样，你组织不去控制，就有人利用族姓拉票”（张静，2000：
193）。

仝志辉关于村庄选举的研究指出了基本上是同姓村的游村内不同支系之间的冲突，游姓

村民分成了上游村和下游村两个自然村，这两个自然村实际上是由游姓的不同支系发展而成

的。这样上游与下游两个自然村围绕着村主任位置，拉票、私下串联，展开了激烈地争夺，

有人甚至认为一个自然村连个村委会主任也没有，是给祖宗丢脸（仝志辉，2004：108）。在

这里，村干部之间的位置争夺与支系之间的联系得到清楚地彰显。

关于家族利益冲突导致的村干部之间竞争的现象，笔者在对于华北地区东村的调查中也

有所发现。在东村 1997年村干部的换届选举中，该村张、王两大姓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

争，张、王两姓各自在其内部串联拉票，争当村干部，以利于获取各自的利益，尽管同一姓

氏内各家庭对干部人选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用家族之间的利益冲突解释村干部的权力竞争的观点可以称为家族模型或者关于村干

部竞争的家族冲突假设。这种假设包含如下内容：首先，这种观点从总体上认为血缘关系具

有较强的凝聚力，血缘越近就越容易结成利益相同的群体，这样，不同血缘群体或家族之间

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在此基础上，当村中要选举干部或出现利益分配时，家族中的精英人

物（竞选干部者或已为干部者）就会作为家族的代表而出现，为家族争利益成为他们的潜意

识。于是，村庄中重要事件的发生自然会将村干部置于冲突的中心位置，家族力量也会一定

程度地卷入。这种冲突会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结局，其中家族实力或村干部

力量的对比具有重要地位，而乡镇干部的介入对于冲突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我们可

以发现家族模型有以下贡献：它指出了家族利益作为村庄结构的基本要素的支配性作用，揭

示了村干部竞争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它对村内政治权力和利益的分析是集团主义的而不是个

人利益分析，这种对村庄政治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分析是宏观的、综合的，也在较大程度上反

映了现实。当然这种分析模型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以宏观分析掩盖了微观分析，把家族利

益冲突“理想化”（村庄的家族冲突结构预设），同时忽视了个人因素的作用。

三、村干部权力竞争的革命（政治）模型

20世纪中国农村政治的重大变迁是国家权力进入自然社区式的村庄，并用现代国家的

力量支配村庄的运行。杜赞奇研究了国家权力的侵入与原有文化网络的关系，他指出，现代

国家权力对农村的强行嵌入，目的是建立新的基层组织，但由于忽视了作为文化网络的村庄

权力，没有协调好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化组织构造的相互关系，所以国家权力的嵌入并没有

取得成功，而是造成农村基层政权的“内卷化”（杜赞奇，1996：53）。杜赞奇把国家权力引

入农村基层权力分析，从而使现代力量与传统文化网络在村庄交汇。现代政治（国家政治）

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影响着村庄的运行，这是分析农村政治的重要视角。在杜赞奇那里，国家

权力与社区政治的互动主要表现在社区政治精英的角色冲突上，即作为村庄社区权力的重要

承担者士绅的经纪人角色上，但他没有涉及村庄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

国家力量真正进入村庄并对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发生明显影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在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革命过程中，国家力量改变着村庄的结构，也自然会导致村干

部之间的竞争。在全国范围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村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土地改

革、“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土地改革是一场经济革命，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它改变了农村精英的结构，将共产党的

政治力量和组织体系伸入村庄，造就了农村的干部队伍，改变了村庄的秩序结构，也可能引

发村庄干部之间的冲突。一些学者将村干部之间的冲突推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例

如唐军在研究村庄的家庭冲突时指出，下冀村的权力基本上为恽家所掌管，…贫协主任包某



是一个老党员，早在土改时就担任了村贫协主席。恽家与包家在“四清”和“文革”中的冲

突根源之一是包家在土地改革中形成的村庄权力后来被削弱（唐军，2001：108）。仝志辉对

于内蒙古平村村委会选举的研究也指出，平村自土地改革起就开始产生严重的派性斗争，而

且后来因种种原因这种派性斗争有增无减（仝志辉，2004：148-173）。当然，虽然学者们在

研究后来的村干部之间的冲突时将其根源延伸至土地改革，但并不表示土地改革中已存在明

显的村干部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土地改革时期的村庄干部人数较少，由于这时他们的任务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下共同面对地主阶级，所以村庄干部之间的利益分化并不明显。

真正使村干部之间的冲突公开化、普遍化的是“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发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防修反修”为目的的清理农村干部队伍的政治运

动。它一开始就把现任的生产队干部作为审查和批判对象，而贫下中农协会则是革命的依靠

者。这场运动采取先让生产队干部统统“上楼”，然后逐个审查的方法将现任生产队干部同

贫协干部对立起来。在这场运动中贫协干部一开始就被赋予革命者的角色，然而在实际上，

除了“革命”这一目的之外，贫协干部对现任生产队干部的批判还夹杂着其他方面的复杂内

容。后来的“文化革命”在性质上也是如此。

李康在对西村进行口述史研究时发现了研究对象在叙述历史事件时的“革命”视角，即

他们把村庄干部的行为，他们之间的竞争活动置于“革命”的话语之下，赋予其以“革命”

的意义。他指出，在西村围绕着谁是首位党员（谁最早为党为革命干事）而展开争夺。黄宗

藩自填 1939年任党小组长，但四清、整风和“文革”中多次有人控告其历史问题，查证其

虚报党龄。林奎和黄宗藩是一起入党、出生入死的战友，但 1961年贯彻“中央六十条”，全

县整风整社反黄宗藩时林奎使劲最大。而在“文革”中黄宗藩还是把林奎打了下去（李康，

见王汉生、杨善华，2001：240-278）。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村干部们如何被夹裹于革命运

动之中，并运用“革命”的武器去对待其他现任或往任干部。村队干部之间的竞争成了革命

洪流中的朵朵浪花。

唐军所研究的下冀村也是如此。在该村“四清”运动中，包姓的贫协主任“把村里的干

部看得一抹黑”，给每一个干部估算了经济上“四不清”的数目，工作组则据此对村干部进

行“洗澡”，在被审查的干部中，恽姓的占大多数。据唐军分析，恽家与包家的对立贯穿了

“四清”和“文革”的全过程。这样，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在该村就演变成恽家与包家在重

新分配财物资源和权力资源上的较量（唐军，见王汉生、杨善华，2001：406-407）。由于下

冀村的恽姓与包姓在历史上有矛盾，所以由“四清”和“文化革命”表现出来的村队干部之

间的竞争和冲突实际上也是家族之间的斗争。张乐天在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中也详细地

描述和分析了在“四清”和“文化革命”中村干部所受到的来自贫协组织和运动积极分子的

冲击（张乐天，1998）。
可以发现，在研究土地改革、“四清”、“文化革命”这些具有浓烈的政治意味运动中的

村队干部的竞争时，学者们采用了政治（革命）模型。所谓政治模型是指村队干部在政治运

动的推动下，被卷入其中，并用政治手段对待其他村队干部的竞争模式。在这里，村队干部

之间的竞争似乎是出于超越个人利益、家族利益的革命利益，并以实现国家或政党的政治目

标为目的的。这种竞争是由外部力量设计和左右的，竞争的主要效果也具有外部性。在这种

竞争中，国家权力的推动和对运动目标的设定常常使竞争双方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种竞争

常常是政治运动式的，一般又以村庄政治精英的循环为结局。当然，村干部的这种“革命性

的”竞争是十分复杂的，即在政治竞争中掺杂了很多其他因素。有的学者认为村干部之间的

政治竞争实际上是家族利益冲突的表现，一些干部则借政治运动公报私仇（王汉生、杨善华，

2001：445）。
村干部权力竞争的革命（政治）模型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村干部之间的权力

竞争和冲突是由上级发动的政治运动（或革命运动）引起的，在具有革命意义的政治运动中



村干部被置于革命的评价之中，并在争夺“革命者”称号和对革命的贡献的过程中发生竞争。

这种竞争包含了对家族利益、个人利益的竞争等多种内容，而这些都是在革命（政治）的设

计框架内进行的，自然，这种竞争过程和结果受自上而下的政治支配力量的决定性影响。

应该说，政治模型对 20世纪后半叶中国农村村队干部之间的冲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它说明了在国家权力的干预下村庄政治的特点。当然，这种模式并没有解释村队干部竞争的

全部内容，它突出了宏观特征或制度因素，忽视了竞争者的个人因素。而后者并非不重要，

因为实际上，村干部之间的冲突夹杂着许多个人利益。

四、村干部权力竞争的个人利益模型

如果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看待村干部之间的权力竞争，那么就会出现个人利益模型。所

谓个人利益模型是指参与权力竞争的村干部主要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这可能是经济上的自

利，也可能是在村庄社区获得更大、更稳定的权力，或者在纵向权力体系中获得更大的获利

机会。

个人利益追求与家族利益驱动是不同的，前者是个人主义的，后者则是集团主义的。个

人利益追求与政治运动的驱动和裹挟也是不同的，前者直接出于利己的目的因而是主动的，

而在政治驱动下干部参与权力竞争虽然也表现出很大积极性，但是从基础的角度来说个人则

是被动的。村干部出于个人利益的权力竞争可能发生于他们的众多权力实践中，但是在获取

任职机会时表现得最为突出。

关于村干部权力竞争的利己主义，在对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干部行为的研究中反映得并不

太明显。这可能由于国家在农村实行集体主义，个人利益未能得到充分显示所致，也可能与

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有关，同时，严厉的政治斗争也对社队干

部过分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发挥了一定的扼制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在村队干部的权力竞

争中利己主义是不存在的。没有赤裸的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可能有它的变种，比如获得更有

利的社会地位。正如前面在分析村干部权力竞争的政治模型时所提到的，西村长期以来在争

夺一种政治身份：谁是该村第一个共产党员，而且这种竞争可以达到致对手以死地的程度（见

王汉生、杨善华，2001：276）。
对于村干部在权力竞争中的利己主义，不少研究中做了揭示。特别是在 20世纪 80年代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干部越来越显示出经济的利己特征，他们似乎在尽最

大可能地利用机会为自己的家庭和亲友获取好处。对于村干部选举中出现的贿选行为，大概

很难做出贿选者具有利他主义的判断。在那些经济相当落后的农村，某些人想方设法争当村

干部常常并非为了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而是为了获得令人羡慕的权力和获得特殊的经济利

益的机会。宿胜军通过比较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村干部的角色差异：在集体化时期社队

干部是政府的代理人，改革以来许多村干部已经变为追求个人（家庭）利益的承包人（宿胜

军，见杨善华、王思斌，2002：113-126）。一些学者在分析村干部半个世纪来角色模式的变

迁时指出，村这一级政治精英实际上扮演的是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和家庭代表人三者

于一身的角色。20年代 80年代之后，村干部的前一种身份日益减弱，后两种身份比重增加，

在很多地方，相对社区守望者的角色，村干部的身份甚至只成为谋取个人和家庭好处的一种

前提条件（王汉生、杨善华，2001：182）。关于村干部权力竞争的个人主义解释是村民们的

最一般的观点，而村干部之间的互相攻击也是以利己、自私为炮弹的。对于山东古村的研究

发现，下台干部对在任干部的指责的基本理由是后者为自己和自己的亲戚谋好处，而在任干

部对下台干部指责的回应是因为下台损害了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夏春林，1998）。笔者在华

北东村的调查中也发现，农村改革以来村干部的权力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为了把别人从村干

部的位置上拉下来和自己当上村主要干部，一些人采用告状、拉选票、策动集体上访、向省

委写告状信（告乡镇干部）等方法，而那些当上村干部的人则不失时机地捞取个人好处，或

通过制造新机会、或通过从别人（主要是与下台干部有密切关系的人）手中夺取职位来安插



自己的家属。这当然会造成更加激烈的、直接或潜在的村干部（包括前任村干部）之间的冲

突。

对于村干部权力竞争的个人利益模型的解释将村干部权力竞争的动机归结为追求个人

或家庭的具体利益。在这里，村干部有一般理性人的利己主义人格，他们为了获取最大利益

而行动。在他们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家族利益被置于次要地位，政府目标也无非是实现个人

利益的必要招牌。他们可以在家族网络、乡村权力体系中游走，做出某些有利于家族利益、

政府目标的行动，但这些对他们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这样看来，个人利益模型对村干部竞

争权力的解释与家族模型、革命模型是有明显区别的。按照理想型的分析方法，革命模型是

排斥个人利益模型的，在现实中则表现为革命和政治利益至上而反对当权者以权谋私。但是，

农村改革以来的“去政治化”使得村干部谋取个人利益获得（至少是潜在地获得）合法化认

可，而本来遭到抑制的个人利益也获得“公开”实现的机会。这样，用个人利益来解释村干

部的权力竞争就获得更大的空间。

以上几种模型揭示了村干部权力竞争的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解释，因为现实生活中村

干部导致权力竞争的原因要复杂得多。以下本文将揭示个人因素对村干部之间竞争的影响，

以及个人因素与制度性因素是如何相互结合影响这一竞争过程的。

五、古村干部间的成就型冲突

1.古村干部之间的冲突

古村是华东地区的一个行政村，该村从 1984年到 2000年一直存在着以村党支部书记齐

中华与其他村干部和老干部之间的冲突。80年代初，该村所在县县委在干部“四化”的过

程中，“一刀切”地让所有 50岁以上的村干部不情愿地退下来。当时 35岁，当过兵、当过

民办教师和该镇副片长的齐中华出任村党支部书记。这为后来齐中华同“下台”干部之间的

冲突埋下了种子。与齐中华同时，另一位退伍军人、当过镇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也颇有

能力的年轻人齐桂枝任村委会主任。他俩是同姓同族，但二人发展村经济和治村的想法有很

多不同，并形成直接冲突。

齐中华很要强，在部队时只因年龄原因而未能提升干部，这使其有明显的挫折感，并由

此产生强烈的要干出番事业来的想法。当上村党支部书记，他认为是大干一场实现自己报负

的机会，同时他认为这是上级对年轻干部的信任，从而事事带头，以向上级领导报知遇之恩。

齐中华任村支部书记之时也是各地大办乡镇企业、大干快上之时。县乡政府考核下级主要看

办了多少家企业。适应这种要求，不甘寂寞、具有超前思维的齐中华在 1983-1987年共办了

15个企业（项目），古村在当地成了办企业的明星村，县乡镇企业局授予齐中华“具有开拓

精神的实干家”称号，1987他成为县人大代表。然而由于该村办企业时缺乏认真论证，办

起来又缺乏监督管理，所以企业效益并不太好，仅 1989年该村办的企业就有 7家倒闭。齐

中华在大办集体企业的过程中也有铺张（如自己配置了高级轿车）、谋取好处（如让自己的

外甥当司机挣工资）等问题，再加上自己的姐姐在购买集体房产时占先，这些引起了其他一

些村中新旧干部的不满，并导致村干部之间的冲突。

在齐桂枝与齐中华搭班子不久，齐桂枝就明确提出要与齐中华平分村中权力。在遭到齐

中华拒绝后，他又在齐中华生病住院之时查他有否受贿行为，并游说镇领导搞掉齐中华。齐

中华则在村委会换届时通过拉选票挤掉了齐桂枝。这样，古村中的矛盾十分尖锐。古村政治

精英权力争夺的最集中、最激烈的表现是 1989年的暴力冲突。当时，村里有 47人签名上告

要求镇政府撤销齐中华的支部书记职务，并到齐中华家，掐断了他家的电话线，双方动手打

了起来。聚众的一方卸掉了齐中华乘坐的小轿车的车轮，反剪其双手，要他坦白问题。此事

惊动了县公安局，公安局将冲突双方带走，县里还派出调查组到古村查账。经过两个月的调

查，最后调查组宣布齐中华没有贪污受贿，说其“只是财务没有及时公开”。对此，上访的

一方不满意，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之后，齐中华又继续担任村支部书记，并且破天荒地在本



村创办了旅游业，也得到县领导的表扬，然而由于外来游客少而一直处于亏本状态。这使得

齐中华获得的村民支持越来越少，并同村中的一些政治精英处于持续的冷战之中。

在反对齐中华的政治人物中有一些老干部，其中包括齐中华的堂兄，也有曾与齐中华搭

班子的齐桂枝等。他们指责齐中华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和挥霍集体财产。齐中华则认为：

老干部的反对是因为他们下台而个人利益受损、心怀不满，齐桂枝则蓄意同自己争夺村中第

一权力。为了对付这种反对力量，1989年事件后齐中华一方面对某些老干部的利益给予照

顾，另一方面是提拔听自己话、但血缘关系较远、甚至异姓的年轻干部。在这一过程中，镇

干部明确地站在齐中华一边：在齐桂枝同齐中华争夺村支书记时镇干部要求年轻干部投齐中

华的票，在齐中华动员集体浇灌各户果树无人响应时镇干部个人掏腰包垫支水电费促成此

事，也就帮了齐中华。

在古村激烈而持续的村干部冲突中，家族因素的作用并不突出。在齐桂枝的村委会主任

落选后，他的父亲（齐中华的堂兄）大骂齐中华与他们“不是一个齐”，骂他“胳膊往外扭”。

另外，在干部冲突中，个人利益之争又裹挟于上级动员的大办企业的运动之中，当事人的成

就意识也推动着干部间冲突的发展。齐中华紧跟上级、处处创新，“想干成点事”，而齐桂枝

和那些老干部认为齐中华把好村子搞坏了、败家了。这样，古村的干部间冲突就不能完全用

家族利益、个人利益来解释。

2.村干部间的成就型冲突

对于古村村干部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用他们各自追求成就的因素来分析。

齐中华自退伍之时就对怀才不遇而憋着一口气，当上村支部书记之后他认为自我实现的

机会到来，于是大显身手。他善于分析形势，敢于和乐于领导新潮流，不怕失败，所有这一

切都与齐中华的权力欲、成就欲、出人头地的意识有关。

相对而言，齐桂枝的成就意识较差一些，但也非等闲之辈。同样的参军、复员、在乡镇

当农民身份的干部，又与镇干部有较好的个人关系，使他不甘寂寞。特别是在齐中华漠视老

干部、唯我独尊的权力意识充分显露，其大办企业又出现纰漏且引起众多不满时，齐桂枝就

欲起而代之。他认为齐中华把古村搞乱了，游说镇党委副书记要搞掉齐中华，村委会主任改

选时他拉选票，落选后又联合一些私营企业精英对齐中华采取不合作行为，都是齐桂枝想有

所作为的表现。

老干部在成就感方面显然是被歧视的一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定义为保守、不能创

新，并被赶下台，这使他们未必服气。当齐中华大办企业又大批倒闭，村民的土地减少但又

未获得其他补偿，而齐中华却大权独揽、大把大把地撒村集体的钱时，他们开始怀疑齐中华

当干部的目的和带领村民致富的能力。

从当事人所表述的正当理由的角度来看，村干部的成就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之

间的冲突。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乡镇政权及上级的偏好影响着村干部的竞争行为的走向和结

果。在政府系统普遍浮躁、追求政绩的情况下，上级的非理性偏好会保护和激励村干部的那

些非常规的成就行为，甚至会鼓励有较强成就欲的村干部的越轨行为，而结果则是引发了村

干部之间的冲突。从这种所谓“干事儿”的角度来分析村干部之间的冲突就是成就模型。当

然，在上述权力竞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个人利益争夺的影子。

六、村干部权力竞争诸解释模型之比较

上述案例说明，村干部的强烈的追求个人成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村干部群体的分裂，并

带来冲突。个人成就欲望受一个人的性格及其人生经历影响，但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本我式冲

动，而可以用麦克莱兰德的成就需要理论来解释。按照麦克莱兰德（David McClelland）的

需要理论，人们有三种重要的需要，即成就、权力与合群，而不同的人的需要类型是有差异

的。在麦克莱兰德看来一些人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这种人追求个人成就而不是成功的报酬

本身，他们有一种把事情做得比以前更好的欲望，这就是成就需要。而这些人总是在他们认



为适宜的环境情境下（个人承担责任、绩效的及时反馈、中等挑战性）表现出较强成就动机

和行为（罗宾斯，2003：172-173）。
在笔者看来，实际上这些看起来是要“表现自己”的成就行为常常是在竞争条件下产生

的。在竞争环境中，一个人的顺利成长会产生较强的成就感，挫折则压抑这种成就感但可能

会强化他的成就需要。当外部环境为他创造了自我成就的条件后，这种被压抑的成就动机就

会极大地活跃起来，促使其做出满足自己成就需要的行为。个人的成就动机行为会与他人发

生关联，如果这些相关人员也具有较强烈的个人成就动机的话，那么，个人化的成就动机行

为就可能引发相关人员的冲突。在本研究中这种看似颇具心理学意味的解释实际上强调了以

往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的制度结构对一个人行为的影响，在本质上它并不是心理学的解释，而

是社会制度的解释。

下面，让我们对村干部权力竞争的几种解释模型作一基本的比较，以进一步说明成就模

型与其他解释模型的异同，并明确其地位。

村干部权力竞争（冲突）的解释模型比较

模型 基本视角 基本视点 关于村干部冲突的基本观点

家族模型 传统结构要素的作用 社会及文化制度 家族间冲突的反映

政治模型 政治因素对乡村的影响 自上而下的权力 行政权力系统不整合的表现

个人利益 私利在冲突中的地位 个人利己主义 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的结果

成就模型 制度及个人因素的影响 制度结构-个人能动 制度下的个人能动反应的结果

上表是对几种解释模型的简单比较，它指出对于村干部之间权力竞争分析的几种不同的角度

及解释。上述分类是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归纳或归类，而不是对现实中的村干部权力竞争

的总体分类。

在上述分析模型中，家族模型和个人利益模型被广泛运用，也最具特点。家族模型在方

法论上是集团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个人利益模型是个人主义的和行动主义的，但这两种分

析模型都比较重视家族利益、个人利益的内在动因，而对外部政治环境-政府力量的影响重

视不够。政治模型和成就模型采取了开放的视角，即在分析村干部的权力竞争时把政府因素

当作不能忽视的外在变量，把村干部之间的权力冲突看作政治体系影响的某种结果。但是，

与成就模型相比政治模型具有较多的结构色彩，在村干部冲突问题上，更多地关注自上而下

的权力的因素。成就模型在政治框架内加进了个人努力的因素，认为个人成就动机是他在以

往和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所形成的，而自我成就的达致也是在现实的政治舞台上实现的，

这里有时势与个人努力之间的双向互动。成就模型同政治模型是比较接近的，但前者注意到

了个人的能动作用。成就模型并不反对家族模型，但又不能归结为家族模型，它可能是在传

统家族势力蜕变背景下某些村干部权力竞争行为的比较个人化的解释。成就模型与个人利益

模型具有很多相似性，即它们都认为村干部的权力竞争背后有个人利益的作用，甚至成就模

型可以称为成就-利益模型。但是，个人利益模型几乎完全把村干部看作利己主义者而缺乏

对公共责任的承担，把一切行为都还原为追求个人私利。成就模型不排除村干部具有利己主

义特征，但又认为他们有成就某些事情、为村民谋求公共利益的愿望，尽管这种成就性的能

动活动有可能事与愿违。这样看来，成就模型不能归入个人利益模型。

实际上，村干部之间的权力竞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上述各个分析模型基本上只是

从某一方面看待这一现象，看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或者是村干部权力竞争的某个片断，只

是突出地展现了它的某个侧面。从总体上说来，上述几个分析模型并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的，

而可能是互补的。但是，笔者认为，区分出几种不同的解释模型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村干

部之间的权力竞争现象。



七、成就模型的解释范围及现实意义

关于成就模型的解释范围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在当前形势下人们怀疑目前我国的村干部

中是否存在有事业心、为村民谋利益的人。客观地说，我们不应该对这一问题持完全否定的

看法。即使从人们认为村干部是“公私兼顾”这一角度来看，这种成就模型也是有现实基础

的，因为村干部的角色行为毕竟有为公的成分，而且为公并不完全排斥个人利益的获得。成

就模型最典型的现实基础是政府政治动员下的干部行为。正像本文分析的案例所表示的那

样，当村干部认同了政府的政治动员，具有成就动机时，当其他村干部对这种成就动机的行

动表示怀疑和反对时，成就型的干部冲突就出现了。实际上，在“大干快上”、“掀高潮”“树

典型”等一阵风式的农村建设运动中，那些有不同观点的“好出风头者”之间，“好出风头

者”与较为稳健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某些张力，这就是成就型冲突的基本形态。所以，成就型

冲突并非十分罕见，或许它们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像本文所分析的那种冲突可能是少数。

本文指出，对村干部权力竞争的成就型解释必须分析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

村干部的某些狂热的“大干快上”行为主要是在政府的驱使下出现的，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

绩而“树典型”、哄形势，这使某些有成就欲的村干部跃跃欲试，而政府的表彰则会推动他

们继续走下去。如果这时政府官员是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那么持续地“树典型”就会给这

些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明显的负面效果。正如本文案例所反映的那样，镇干部为了自

己的政绩，在明明知道村干部追求成就的行为已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仍然予以支持，继续

树典型，从而造成村干部间更加激烈的冲突，以致将某些村干部的热情送上祭坛，而将另一

些村干部的热情完全浇灭。可以说，许多村干部追求成就的行为是由政府启动的，他们的某

些不切实际的、狂热的行为是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或默认的，因此，自上而下的推动和树典

型的激励制度（如本文案例中当事人所说的催人“创新”的那种“形势”）使某些村干部产

生追求成就的行为并导致村干部之间的权力竞争，政府官员基于自身利益（政绩）的、不负

责任的介入是村干部之间产生权力竞争和严重冲突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这也是本项研究的

主要结论。当然，这里完全不是要否认个人因素在形式化“创新”及由此导致的村干部之间

冲突中的作用，而是认为在制度和个人因素之间，前者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个人在其中也

具有能动性，而且这种能动性也是受历史的社会因素影响的。

本文以古村个案为基础提出了村干部权力竞争的成就解释模型，并比较了它同其他解释

模型的异同。这种分析自然有资料方面的局限性，但是这对于深化关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

以及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或许有所启发。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像古村所发

生的那样的村干部之间的权力竞争并不少见（尽管不是如此强烈），这是很值得认真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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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he issue of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rural cadres became a major
concern of the academic circle.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three following models evolve form
former researches: the family model interprets conflict between rural cadres as family interests,
and the revolution (politics) model concludes the origin of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rural
cadres by political movement. In addition, the individual interests model regards the cause of
conflict between rural cadres as capturing self-interest. This article originates from field survey
data, and brings forward an achievement model. It is deemed that rural cadres hurt others and
bring conflict between cadres when they are in pursuit of their own accomplishment, and to a
quite degree such conflict is brought on by government’s irrational intervention.


